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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诗文中的法观念

张晋藩

摘 要: 在中华法制文明史上，两宋不仅立法详备，司法井然，而且在宋人诗词酬酢中，也

浸润着深厚的法观念和法文化。其诗文中每每出现关于法的讨论和评判，有不少言论直指现

实，切中肯綮，发散出耀眼的思想光芒。通过发掘宋人诗文中的法观念，我们可以直观感受到

这一时期法制的律动，从而深化对宋朝法制的理解。在法律史学的研究中，以诗文证法史应该

是一条蹊径，但我们在运用诗文材料时，必得明白作者是在何时、何地、何种境遇之下而作。只

有既知人又论世，才有可能凭借个性化的诗文求得客观的历史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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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法制文明史上，两宋是继唐之后又一个陡起的高峰，不仅立法详备，司法井然，而且在文人士

大夫的诗词酬酢中，也浸润着深厚的法观念和法文化，这一切绝非偶然。
宋初，由于实行“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的政策，从而使土地的流转加快，中小地主与自耕农数迅

速增加，佃农也成为租佃制下的国家编户，摆脱了部曲制下依附于主人的私属身份，从而刺激了他们生

产的积极性，推动了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使得宋朝成为当时世界上著名的贸易大国和科技先进的

国家。
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又为建立“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中央集权制度提供了物质基础。正是

从全面加强中央集权制度出发，宋初统治者更着眼于实际，强调经世致用，这在选官重要途径科举内容

的变化上，可以得到确切的反映。
北宋前期科举分为进士、明经、诸科等科目。在考试内容上仍然仿唐制，进士科主要考试诗、赋，而

且对其平仄、对偶、押韵都有严格的要求。仁宗时欧阳修、范仲淹提出先试策论，以使天下举子留心治乱

之道。熙宁四年( 1071) ，王安石改革贡举后，逐渐变为进士一科。进士省试罢帖经、墨义、诗、赋，改试

以经义、论策。殿试也由原来的诗、赋、论三题，改为试策一道论策以便举子向皇帝谈古论今、建言奏事。
通过论策考察举人关于历代治乱兴衰的知识和对当代时事的对策，这对于改变奢靡浮华的社会风气和

选拔经世致用的人才具有积极意义。宋人诗文中频频出现的关于法律的思考，和这样的历史背景有着

密切的关联。所谓“诗言志，歌永言，声永咏，律和声。”( 《尚书·尧典》) 通过发掘宋人诗文中的法观

念，我们可以直观地感受到这一时期法制的律动，从而深化对宋朝法制的理解。

一、宋人诗歌中的法观念

由于宋初皇帝务实求实，做为治国之具的法律自然进入皇帝的视野。他们非常重视运用法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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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和控制社会。太祖曾说:“王者禁人为非，莫先于法令。”①太宗也反复告诫臣下:“法律之书，甚资政

理，人臣若不知法，举动是过，苟能读之，益人知识。”②仁宗更将法制作为图治的首要条件，他说: “法制

立，然后万事有经，而治道可必。”③在上述尊法重法的思想影响下，宋朝皇帝多“究心庶狱”、“临轩虑

囚”，积极开展立法活动，加强法制建设。
太宗时期，在“经生明法，法吏通经”④的思想影响下，创建了“明法科”，使法律进入科考领域。太

宗太平兴国八年( 983) ，又命“诸科始试律义”。遂使法律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神宗改制时，为了

进一步改变“近世士大夫，多不习法”的学风，“又立新科明法，试律令、《刑统》大义、断案。”( 《宋史·选

举志三》) 科举试法起着某种导向作用，激发了“士人”学法习律的积极性。如同神宗时大臣彭汝砺所

说:“异时士人未尝知法律也，及陛下以法令进之，而无不言法令。”⑤苏轼在《戏子由》诗中说: “读书万

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这从嘉祐二年( 1057) 苏轼参加科举考试撰写的策论《刑赏忠厚之至论》中

说明他是读书读律的，此文受到主考官梅尧臣和欧阳修的赏识，拔擢为第二名。至礼部复试时，他再以

《春秋对义》取为第一名。在他的做官经历中，也有纯然为司法官员者，如大理寺平事、知登闻鼓院等。
关于“术”，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韩非提出“法术势”三者并用的思想，形成了完整的思想体系。他所

说的术就是“君人南面之术。”他说: “术者，因任( 能) 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

也。”( 《韩非子·定法》) “凡术也者，主之所以执也。”( 《韩非子·难三》) 苏轼所说致君尧舜之术，意在

说明只有精通法律才能辅佐皇帝治理国家。他与韩非所论证的术，角度不同，但有相通之处。
在《戏子由》诗中，他还写了“头虽长低气不屈”，“道逢阳虎( 春秋鲁国以“陪臣执国政”的季孙氏家

臣) 呼与言，心知其非口诺惟”的诗句，表达了他在王安石变法时期受到新党的压制抑郁和矛盾的心理

状态。这在苏辙《次韵子瞻见寄》诗中表述的更加明白。苏辙嘉祐二年( 1057 ) 进士，在为官的过程中，

政见与其兄苏轼基本相同，既反对王安石改革时的新党，也对此后的旧党颇有微词，因此同时为新旧两

党所不容。他在诗中所说“自从四方多法律，深山更深逃无术”意在讥讽王安石变法时加强立法，使得

社会受到法律的控制，即使深山更深，也无所逃于法律的束缚，诗句中所说“弹劾未至理先屈”表达了对

其兄迭遭文字之狱的愤懑。诗中大胆的提出了“繁刑弊法”实为“公耻”，并且以汉贾谊、楚屈平之不得

见用，略以自慰，“贾生作傅无封事，屈平忧世多离骚。”
苏辙在另一首诗《送傅宏著作归觐待观城阙》中赞美东汉郑玄“千载遗风”加惠“后生”。郑玄，字

康成，东汉经学大师，他不仅说经，而且引经解律，使律学附庸于经学。一时之间，通经解律成为士人向

往的学风，也是东汉律学的一大特点，其影响及于魏晋。苏辙诗中说“胶西前辈郑康成，千载遗风及后

生”，“旧学诗书儒术富，兼通法律吏能精”正是对于郑玄所开创的说经解律一代学风的赞颂，也反映了

当时读书读律、既崇儒术亦申律学的时代特点。
曾经作为苏轼座师的梅尧臣在《长歌行》中，也描述了北宋时期运用法律控制社会的情景，诗曰:

“富贵拘法律，贫贱畏笞榜。”也就是说，富贵之家也要受到法律的约束，不得妄为; 至于贫贱之家，也应

畏惧法律的制裁，即所谓“笞榜”，而不敢为非。表达了宋初以来运用法律控制社会所取得的效果，也显

示了梅尧臣重视法律的法观念。梅尧臣，字圣俞，世称宛陵先生，北宋著名诗人。他关心民瘼，对于百姓

在赋役盘剥下的艰苦多有同情，在他最富盛名的《陶者》诗中所云: “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

沾泥，鳞鳞居大厦”，就是对贫富悬殊不公平的社会现象的控诉，他甚至在诗中作了这样的描写，“世人

何恶死，死必胜於生”。他为诗写实，时人称颂其诗直可作史实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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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大诏令集》卷二百，《刑法》( 上) 。
李攸:《宋朝事实》卷一六，《兵刑》。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三。
《文献通考》卷三二，《选举考》( 五) 。
《历代名臣奏议》卷一一六，《风俗》( 二) 。



第 1 期 张晋藩: 宋人诗文中的法观念

与苏轼、苏辙同时期的王安石，亦是北宋中期著名的诗人，所不同者，王安石不仅是一位杰出的诗

人，还是一位有理想、有抱负的政治改革家。他的诗具有“务为有补于世”的强烈政治色彩。他还通过

歌咏历史人物表达他的政治抱负和以史为鉴的用心。他借古论今，所写的《商鞅》一诗称得上是一首史

诗:

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
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商鞅变法时，为了表达“信赏必罚”，曾经徙木立信，据《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记载: “孝公既

用卫鞅，鞅欲变法，恐天下议己。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己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

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 ‘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
卒下令。”
《商鞅》一诗作于王安石变法失败罢相后，全诗不过 28 字，但是寓意深刻，表达了他对于商鞅变法

成功的总结，和对于商鞅这个历史人物的肯定。他认为诚信不仅是治民之要，也是法律的价值所在。商

鞅变法的成功，就在于“法必信，令必行”，充分发挥法的功用，这也正是王安石从变法失败中深深感悟

到的。除《商鞅》外，他撰写的《愿事》、《兼并》、《收盐》、《省兵》等诗都是从政治、经济、军事的角度出

发，议论朝政得失，借以表达他对于时政的关切。
特别应该提出，王安石对于苏轼虽然政见不和，处于对抗的地位，但当苏轼因文字获罪，身陷大狱，

危在旦夕之时，他向皇帝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因王安石“一言而决”，才使苏轼免罪出狱，贬

为黄州团练副使。由此可见王安石胸怀的宽广。王安石早期的诗作，以用典发论为特征，敢于直言披

露; 晚年诗句注重文字推敲，追求情思深曲、雅丽精妙，被称为“王荆公体”，对黄庭坚等诗人有一定的影

响。
宋初，统治者提倡明习法律，不仅对参加科举的士人有所影响，即使对以论道著称的理学家，也同样

有着现实的影响。陈襄创作的《和郑闳中仙居十一首》便是一证。诗曰:

我爱仙居好，公馀日在房。
忧民极反覆，责已未周详。
法律行随手，诗书坐满箱。
老来须向学，多病喜平康。

陈襄，北宋理学家，庆历二年( 1042) 考中进士，与周希孟、陈烈、郑穆合称“海滨四先生”，而以陈襄

为首。诗中所云“法律行随手，诗书坐满箱”表明了陈襄治学涉猎的广泛，而且法律之书和诗书一样同

在左右不离，这在他的施政实绩中，也得到了确切的证明。庆历二年( 1042) 陈襄任浦城县主簿，县令缺

位，先生代行令事，断狱明决，不徇私情，史载: “每听讼，必使数吏环立于前，私揭者不得发，老奸束

手。”①由此可见，日讲“危微精一”道统之学的理学家在施政的实践中也不得不求助于实学———法律之

学。
陈襄《和郑闳中仙居十一首》诗中所云郑穆，字闳中，“海滨四先生”之一，皇祐五年( 1053) 进士，积

官集贤校理，历岐王、嘉王侍讲。王安石曾在《酬郑闳中》一诗中赞赏他的道德文章，诗曰:

萧条行路欲华颠，回首山林尚渺然。
三釜只知为养急，五浆非敢在人先。
文章满世吾谁慕，行义如君众所传。
宜有至言来助我，可能空寄好诗篇。

南宋时期，代表性的爱国诗人是陆游，其诗作近万首，称得上是多产的作家，他的诗歌充满了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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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宋史·陈襄传》卷二百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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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破贼”，为国雪耻的英雄壮志和献身精神。在他中年时期，曾应四川宣抚使王炎之邀在幕中办理

军务，这是他一生惟一的身临前线的机遇，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诗作《秋怀》是暮年回忆往事

之作，诗中表达了他力求沙场效力的爱国情怀和读律之后面对司法实际的感触。诗云:

少时本愿守坟墓，读书射猎毕此生。
断蓬遇风不自觉，偶入戎幙从西征。
朝看十万阅武罢，暮驰三百巡边行。
马蹄度陇雹声急，士甲照日波光明。
兴怀徒寄广武叹，薄福不挂云台名。
颔须白尽愈落寞，始读法律亲笞榜。
讼氓满庭闹如市，吏牍围坐高于城。
未嫌樵唱作野哭，最怕甜酒倾稀饧。
平生养气颇自许，虽老尚可吞司并。
何时拥马横戈去，聊为君王护北平。

此诗虽然描述了他记忆中的亲临前线的兴奋之情，颇有汉代边塞诗的余韵。但是他的壮志并未能

实现，使他发出了“兴怀徒寄广武叹，薄福不挂云台名”的慨叹。到了“颔须白尽愈落寞”的时候，才“始

读法律亲笞榜”。所谓“亲笞榜”并不是说他充当了司法官吏，而是说他关心和注意观察南宋时期的司

法状况，表达了陆游关注热点的转变。但使他失望的是，南宋时期随着政治日渐腐败，司法状况也一直

下滑，以致出现了他诗中描写的“讼氓满庭闹如市，吏牍围坐高于城”的现象。所谓“讼氓”，是他对当时

健讼之人的贬义称呼，表达了他对健讼之风的厌恶; 同时，也对当时法吏断案延滞，久拖不决以致案牍

“高于城”的讥评。说明他虽然开始读法律，但并没有引起他跻身司法的热情，他并不甘心“未嫌樵唱作

野哭，最怕甜酒倾稀饧”的生活状态。他虽老，胸中豪气仍在，他所追求的仍是“何时拥马横戈去，聊为

君王护北平。”我们从诗中看到陆游中年以后开始研读法律，关心司法，这和南宋皇帝的重视控制敕例

的滥用、重视立法、强调法吏依法治世，由此而开创了南宋立法的新局面，不无关系。从一个侧面反映出

法律之学在社会上颇为盛行。
南宋初期，陈宓在《送师道弟守德庆》诗中说: “得暇诗书休释手，先公法律自治身”，既表现了诗书

时刻在手的儒家本色，也阐述了在以法治世、治人之前先要治身，即以法律约束自身行为的法理念，表达

了对法律的尊重和内心的自省。陈宓，福建莆田人，学者称复斋先生，南宋名相陈俊卿第四子，曾历南宋

四朝。
陈普，南宋理宗时人，著名理学家和教育家。元兵南侵时，隐居讲学于石堂山，以穷经著述自娱。面

对江山残破，他在愤世嫉俗的心境下，写成《咏史上宣帝》诗，诗云:

不将法律作春秋，安得河南数国囚。
莫道汉家杂王霸，十分商鞅半分周。

诗中前二句盛赞宋朝以法治世曾经起到的积极作用; 后二句借咏史抒怀，进一步表达他对以法治国

的肯定。同时也是对南宋末期法纪败坏、国将不国的抨击。所谓“莫道汉家杂王霸”是指汉宣帝时提倡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反对纯任儒术，由此形成了外儒内法的政策传统。对于宣帝的“霸

王道杂之”，陈普更作了一个带有夸大性的注脚，“十分商鞅半分周”。
这种认识对于一位理学家说来不是偶然的，是时代加给他思想上的深刻烙印。

二、宋人散文中的法观念

宋朝不仅诗人辈出，散文学家也如群星灿烂，著名的唐宋八大家宋朝就占了六位，其文风之盛，可见

一斑。本文只选取具有明显法观念的散文，以飨读者。
主张读书读律的苏轼，在他应科举策论而撰成的《刑赏忠厚之至论》中，表达了年轻时代的苏轼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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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如何用刑的一系列观点。如他认为刑法之所以产生，是对“罪戾”的惩罚，目的不仅在于惩恶，也在于

劝善，以使吾民不要“入于其中( 罪戾) ”。所以，他主张“罪疑者从轻”，“舍有罪而从无罪者，是以耻劝

之”，也就是使其产生知耻之心，而远离犯罪。但如“罪恶暴著”不可辩解，“不得已而用其刑”时，也务使

天下“知吾之用刑而非吾之好杀人也”①。从苏轼关于用刑的简短论述中，可以看出其认识的渊源。慎

罚之说与疑罪从轻都源于《尚书·周书》的一些经典论断，如《尚书·康诰》“明德慎罚”、用其“义刑义

杀”;《尚书·吕刑》“罪疑从罚，罚疑从赦”。这是苏轼论文的理论依据。由于宋初科举考试仍然试经

义，所以读经对于举子说来是必要的课业。这就使得苏轼在策论中能信手拈经撷要，运用自如，以表达

他“明刑弼教”的法理念。他在《戏子由》诗中所说的读书读律之议，他自己就是实践者，他对于刑赏之

用的总结正是致君为“尧舜”的一种“术”。
苏轼还在《策别一》中，借古喻今，抨击了刑不上大夫及于今世的消极影响，强调大夫庶民违法犯罪

皆当一体同科、罚当其罪。他在文中开头便提出用法当使人心服，否则遗患无穷，他说“用法而不服其

心，虽刀锯斧铖，犹将有所不避，而况于木索、笞棰哉!”②他以严峻的文字抨击当时朝廷高官有罪不罚的

弊政:“今之卿大夫有罪亦得以首免，是以盗贼小人待之欤? 天下惟其无罪也，是以罚不可得而加。如

知其有罪而特免其罚，则何以令天下? 今夫大臣有不法，或者既已举之，而诏曰勿推，此何为者也? 圣人

为天下，岂容有此暧昧而不决? 故曰: 厉法禁，自大臣始，则小臣不犯矣。”③苏轼一生命运多舛，数以文

字获罪，既不见容于新党，也不见容于旧党，是和他任情抒怀、讥评无忌不无关系，但这也恰恰表达了苏

轼作为性情中人的品格。
王安石作为一位锐意改革的思想家，他在文中充分论证了国家立法的重要性，以及法与吏的关系。

他将国家比喻为“大器”，为了治理国家，“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维持，非众建贤才，不足以保守……贤才

不用，法度不修，偷假岁月，则幸或可以无他，旷日持久． 则未尝不终于大乱。”( 《王文公文集·上时政

书》) 他以五代时期晋、梁、唐三帝不重法制、不任贤才，遭致“灾稔祸变”为例，建议皇帝“以至诚询考而

众建贤才，以至诚讲求而大明法度。”( 《王文公文集·上时政书》) 王安石虽然主张治天下以法，但他明

确区分善法与恶法之别，强调只有行善法才能发挥以法治国的作用，他说: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

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如其不能立法，而欲人人悦之，则曰亦不足矣。”( 《王文公文集·周公》) 汉唐

以来，法制与盛世的关系不断证明了“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但此法必须是善法，否则恶

法肆虐，则国将危矣。
王安石作为改革家，他重法，但不拘泥于法，他凭借进化的历史观，主张法律是可变的，他说“祖宗

之法，不必尽善，可革则革，不足循守。”
为了发挥善法的治世功能，他更重视贤吏执法。前文《上时政书》中便提出了“非众建贤才”，不足

以保持法制的状态。他还在《翰林学士除三司使》文中提出“聚天下之众者莫如财，治天下之财者莫如

法，守天下之法者莫如吏”的观点。治法与治吏结合并重，汉唐以来论者多矣。如唐白居易所说:“虽有

贞观之法，苟无贞观之吏，欲其刑善，无乃难乎。”④王安石从变法改革的实践中，更切身感觉到良吏的重

要性。而变法最终的失败，虽有各种原因，其中吏不良未尝不是原因之一。
宋朝著名清官包拯在《上殿割子》、《论诏令数改易》、《论取士》、《晏殊罢相后( 上) 》、《请选用提转

长吏官》五文中，阐述了发挥法律治世功能的论点。
包拯，字希仁，宋仁宗时期先后任地方官，后任监察官，官至枢密副使。包拯刚正清廉，执法不阿，断

狱不畏权贵。《宋史》赞誉他“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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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略去苏轼关于厚赏的议论。
《苏轼集·策别一》卷四十七。
《苏轼集·策别一》卷四十七。
《长庆集》卷四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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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史·包拯传》) 他在《上殿割子》中，论述了执法对于国家治乱的重要性，表达了清晰的法治理念。
首先，他提出法令是人主手中最重要的权柄———“大柄”，也是“国家治乱安危之所系”的关键，因此“不

可不慎”。其次，他尖锐地揭露了当时法纪败坏的主要弊政之一就是“赏罚之典因循”，“不足以沮劝”，

其所以如此，就在于“人知法令之不足信”故也。自商鞅变法以来，法律的权威在于信，成为思想家、政
治家的共识。唐太宗时，戴胄还以明确的语言表述了“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 《资治通鉴·唐

纪·唐纪八》) 长期担任司法监察官的包拯，深知“信”不仅是法令权威所在，也是法令生命力的源泉，法

如不信，赏罚乖方，国家纲纪难以维持。包拯特别举出唐文宗时与宰臣李石的一段对话: 文宗问“天下

何以易治”，李石答曰: “朝廷法令行则易治”。对此，包拯大加赞赏，他说: “诚哉! 治道之要，无大于

此。”再次，他希望皇帝“赏者必当其功，不可以恩进; 罚者必当其罪，不可以幸免”。“邪佞者虽近必黜，

忠直者虽远必收。”最后，他指出“法令既行，纪律自正，则无不治之国，无不化之民”。
包拯此劄从面对的朝廷弊政出发，强调法令既定之后一定要信守，法令如不能取信于民，也就丧失

了法律的权威，无法维持国家的纲纪，不仅赏罚无度，更为严峻的危乱之局也就迫在眉睫了。
为了使法令取信于民，需要保持法令的稳定性，包拯针对当时法令朝发夕改之弊，在《论诏令数改

易》中指出:“缘累年以来，此弊尤甚，制敕才下，未愈月而辙更; 请奏方行，又随时而追改。”所以他建议

“朝廷凡处置事宜，申明制度，不可不慎重。”只有保持法令相对的稳定性，才能收到“法令画一”之效，使

百姓信仰法令，遵守法令，发挥法令的治世功能。为此，包拯也强调贤吏执法的重要性。他在《论取士》
文中提出“治乱之原，求贤取士得其人而已。”他还在《晏殊罢相后( 上) 》中提出“帝王之德，莫大于知

人，知人则百僚任职，天工无旷矣。”他在《请选用提转长吏官》文中不仅再次论证了选官的重要，而且以

刚正无私的原则立场揭露了一些不称职的地方官，表现了“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的性格。他说: “窃

见近日除授转运使，但理资序，不甚选择，如江西路刘纬、利州路李熙辅，皆知识庸昧，众所共知; 其提点

刑狱，亦未甚得人，若广西潘师旦、江东令狐挺、京西张士安、河东席平，皆素非干敏之才，又无廉洁之誉，

猥当是选，宜乎不任其职。虽近例并委两制奏举，然所举之人，或才有合格，以微文不用，故不才者往往

进焉，乃是诃其细而忽其大，恐非任才之意也。欲乞今后应除转运使，先望实而后资考，则所得精矣。凡

举提刑，若保荐之人不协公议，即乞责其谬举。别委他官。如此，则可绝徇私之请矣。”( 《请选用提转长

吏官》)

站在王安石对立面的旧党代表人物司马光反对变法。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人，仁宗朝进士，累

官至尚书仆射兼门下侍郎，以“孝友忠信，恭俭正直，居处有法，动作有礼”( 《宋史·司马光传》) 著称。
他主编的《资治通鉴》为一代不朽的名著，是名副其实的“资治通鉴”。司马光在政治上与主张改革的王

安石处于对抗的地位。王安石改革失败罢相后，司马光恢复旧制。司马光从反对王安石变法的立场出

发，明确表达了“祖宗之法，不可变也”的观点，他在答神宗法律变与守的问题时，不惜举出史例说明法

律不变。他说:“三代之君常守禹汤文武之法，虽至今存可也，武王克商，曰乃反商政，政由旧，然则虽周

亦用商政也，书曰无作聪明乱旧章，汉武帝用张汤言，取高帝法，纷更之，盗贼半天下，元帝改孝宣帝之

政，而汉始衰。”( 《司马温公行状》) 司马光这段论辩主要是为了论证“祖宗之法，不可变也”的结论，认

为变法常常是遭乱之源。其实，并不尽合历史的状况。三代所谓三代之君，尽守“禹汤文武之法”，其实

法律固有其辗转相承的延续性，但各朝历史条件的变化，决定着法律的变化，而有其时代的烙印。以武

王“九刑”之法而言，不仅与夏禹“昏墨贼杀”之法有极大的不同，即使与汤之法也有很大的发展。至于

“明德慎罚”的法制原则，区别用刑的司法规定，法用“中罚”的价值取向，罪疑从赦的无罪推定等等，不

仅是汤刑之所未备，也是中华法制文明的奠基之笔，其影响虽及于北宋，但认为“至今存也”，未免牵强。
至于武帝中期以后的“盗贼半天下”，元帝时汉室的衰微，其原因是复杂的、多样的，并非变法改制所造

成。他痛诋王安石变法，“清革朝典，学非言伪，王制所诛，非曰良臣，是为民贼。”( 《奏弹王安石表》) 对

于变法的新党，主张应予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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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司马光从治理国家的实践经验中也体验到“任官”、“信赏”、“必罚”三者为“致治之道”。
( 《言御臣上殿札子》) 在法制上，他在主张重礼的同时，也建议礼法结合并用，他说:“礼与刑，先王所以

治群臣、万民不可斯须偏废也。”( 《进士策问十五首》) 他特别强调司法官必须了解“法意”才能准确断

刑，他说:“凡议法者，当先原立法之意，然后可以断狱。”①司马光此论具有重要价值，发前人之未发。由

汉迄宋，注释律学的出发点，归根结底就在于剖解法意，以便于司法官准确断案。
宋朝是理学盛行的时代，故又称宋学。代表人物朱熹，字元晦，徽州婺源人，高宗时进士，著名理学

家，主张“存天理，灭人欲”。所谓“天理”即儒家所说的三纲，朱熹将其推崇至“天理”的高度，深受统治

者的肯定和宣扬。至清朝康熙时，将朱熹列于孔子十哲之次，说明天理人欲之说对于专制国家统治所起

的政治功用。值得提出的是理学家并非终日论道，无视法律之学，朱熹就曾发表了《尧典象刑说》和《论

治道》二文表达了他的法观点。“象以典刑”出自《尚书·舜典》，历代解释者颇多，《唐律疏议》解释说:

( 象刑) “画象以愧其心。”朱熹的解释仿此，朱熹认为赏与刑都发自圣人之心，他说:“圣人之于天下，其

所以为庆赏威刑之具者，莫不各有所由……故其赏也，必察其言，审其功，而后加以车服之赐; 其刑也，必

曰‘象以典刑’者，画象而示民，使民畏刑。”又说: “上古惟有肉刑，舜之为赎、为扑，乃不忍民之斩戮，而

始为轻刑者。”朱熹对于九刑( 墨、劓、剕、宫、大辟、鞭、扑、流、赎) 的诠释，对后世律学的发展很有影响。
朱熹还在《唐律疏议》中关于“德礼为本，刑罚为用”的儒家传统基础上做了进一步发挥。他说:“愚

谓政者，为治之具。刑者，辅治之法。德礼则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礼之本也。此其相为始终，虽不可以

偏废，然刑政能使民远罪而已，德礼之政，则有以使民日迁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而又当

深探其本也。”②然而朱熹面对的政治现实，使他有感而发，“有德礼而无刑政又做不得。”③

朱熹在《论治道》的文中则立足于地方官的施政经验，比较切实地阐述了他对法律的认识。首先，

他认为立法必有弊端，要在得人，可以弥补法之弊，他说:“大抵立法必有弊，未有无弊之法，其要只在得

人。若是其人，则法虽不善，亦占分数多了。若非其人，则有善法，亦何益于事。”同时，他面对现实，反

对行古之法，“居今之世，若欲尽除今法，行古之政，则未见其利，而徒有烦扰之弊。……要之因祖宗之

法而精择其人，亦足以治。”( 《论治道》) 其次，他认为当时既有“时弊”，也有“法弊”，他说: “今世有二

弊: 法弊、时弊。法弊，但一切更改之，却甚易; 时弊，则皆在人。人皆以私心为之。如何变得。”此论意

在抨击王安石变法。由于“法弊”，“君子欲为其事以拘于法而不得骋，小人却徇其私，敢越于法而不之

顾。”再次，他认为法令颁布之后，违法者自当给予刑罚，他说:“号令既明，刑罚亦不可弛。苟不用刑罚，

则号令徒卦墙壁尔。”最后，他从孔子论证宽猛出发，强调“古人为政，一本于宽，今必须反之以严。盖必

如是矫之而后有以得其当。今人为宽，至于事无统纪，缓急予夺之权，皆不在我，下梢却是奸蒙得志，平

民既不蒙其惠，又反受其殃矣。”( 《论治道》)

总之，宋代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体现的是一种儒家的“公民”意识［1］( P. 211)。故而在其诗文中，追求

性灵闲适的成分少，经世致用的成分多，正所谓“诗以道志”，“文以载道”。而法作为“治世之具”，是企

图“得君行道”并关心民瘼的士大夫不可回避的话题，是以其诗文中每每出现关于法的讨论和评判，其

中又有不少言论直指现实，切中肯綮，发散出耀眼的思想光芒，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三、余论: 以诗文证法史

以上我们通过宋人诗歌和文集中与法相关的内容，来探讨宋人的法观念和法意识，观念和意识皆为

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比起制度而言，对人们的影响更深刻。我们要了解一个制度在社会中的运

用，除了看制度文本和司法案例外，还得推究，当时之人处当时之世，究竟对法律作何观。因此，借助于

9

①
②
③

《议谋杀已伤案问欲举而自首状》。
《论语集注》卷一。
《朱子语类》卷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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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为心声”的诗文，不失为一捷径。所以杜甫之诗，被公认为“诗史”，通过其诗，我们可以直观地感受

到安史之乱给社会造成的动荡，给人们带来的灾难，其真实度甚至比一般的历史载籍还要来得可信。近

人陈寅恪先生很早就注意运用诗词来治史，诗歌和史学相互发明，其《元白诗笺证稿》即为运用这一方

法的名著。
当然，这一方法的运用也存在着很大风险，因为人们写作，“直抒胸臆”固然有之，“春秋笔法”亦复

不少。陈寅恪先生自己也说:“自古文人尊古卑今，是古非今之论多矣，实则对外之宣传，未必合于其衷

心之底蕴也。［2］( P. 167)”这就要求我们在运用诗文的时候，对其加以细致地辨析。这方面陈寅恪先生也提

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经验，比如他在笺证元微之悼亡诗时，就开宗明义提出“故于( 一) 当日社会风习道

德观念。( 二) 微之本身及其家族在当日社会中所处之地位。( 三) 当日风习道德二事影响及于微之之

行为者。必先明其梗概，然后始可了解。”［2］( P. 85) 也就是说以诗证史、诗史互证是有一定前提的，且前提

随时代和人物的不同而有相应的改变。所以我们在运用材料时，必得明白作者是在何时、何地、何种境

遇之下而作，只有既知人，又论世，才有可能凭借个性化的诗文求得客观的历史真实。
在法律史学的研究上，以诗文证法史也应该是一条蹊径。但目前的研究成果寥寥，而存在古代书目

分类中的“集部”，又如同一座沉睡很久的丰富矿藏，等待着我们来发掘。
最后再回到本题，宋朝是一个经济发展、政治宽松的朝代，因此，诗文繁盛，思想家辈出。而且由于

皇帝尚法制，因此流行于宋代的诗文中多有各自的法观念、法意识，显示了法文化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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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nse of Law in the Poetry and the Prose of Song Dynasty

Zhang Jinfan

Abstract: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egal civilization，it not only had the detailed legislation and orderly
judicature，but also infiltrated the profound ideas of law and legal culture in the poems and the proses of Song
Dynasty． The discussions and evaluations of law were often appeared in the poems and the proses． Many spee-
ches pointed out that the judicial reality directly，hit the nail on the head，held and radiated the dazzling light
of thought． Through excavating the sense of law from the poetry and the prose of Song Dynasty，we can intui-
tively feel the rhythm of the legal system in this age，so as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legal system of
Song Dynasty． In the study of legal history，using the research of the poems and proses to explore the legal
systems or legal thoughts is a path; We shall understand the background of the creation in the use of poetry and
prosaic materials． Only if we fully consider the writers and their historical situation，can we obtain an objective
historical truth by virtue of the personalized poems and the pro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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